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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拗的低音：民初画学整体直观的认识取向
———以梁漱溟、屠孝实、宗白华为例

徐习文

（东南大学 艺术学院，江苏 南京 ２１１１８９）

　 　 ［摘　 要］ 在民初新旧转换的过渡时代，逐渐占上风的画学“新”学术典范，是分析的

方法，即将整体的对象“打碎”，分为各个部分进行考察，并在“科学”话语的加持下逐渐成

为居于主导地位的一种“正确”论学方式。 然而，梁漱溟、屠孝实、宗白华等却提倡与此相

反的“旧”学问的认识取向：直观，即以整体、全知全受的方法，通过受众的观览和生命力的

直觉感受来阐释艺术。 当时这种挑战“新”学术典范分析方法的“旧”学的认识取向，借助

１９ 世纪末西方对于科学理性的反思和机械论的批判背景下的叔本华、伯格森等生命哲学

的新趋向，从“西方看中国”，重新阐释作为经籍统系的中国传统艺术，反映了过渡时代的

学术大转向，也凸显民初画学界新旧并存甚至竞存的繁复、丰富程度超出了以往的认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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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如杭春晓指出，民初中国画“激进派”和“温和派”在画学上存在着“共尊宋画”的相似主张，但是基于不同的画学经验、相悖的文化

立场与出发点，对方看似相同实则相异的画学理论进行分析，可以描绘出当时“新”“旧”思想相互混融中的共性与区别，“温和派”
画学主张的旧学也有激进的一面，以及求新求变的特征。 杭春晓：《“共尊宋画”背后的经验、立场之差异———民初画学“激进”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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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案例，徐习文、谢建明：《断裂中的传承———以林纾的画学思想为中心》，《南京艺术学院学报》（美术设计版）２０１４ 年第 ３ 期。

梁启超认为，近代中国是一个“过渡时代”，在制度已然发生改变的民初，文化所受的冲击更甚明

显，清末还是“言政术则倚赖外国”，经过民初激烈反传统的新文化运动，则言学问也不再倚赖古人，
转而倚赖外人，可以视为权势转移的完成①。 中国传统学问在“天崩地解”“两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中
被解构，碎片化散入西方知识系统。 这种过渡现象，在画学界也依然存在，其新旧并存甚至竞存的繁

复、丰富程度超过了学界以往的认知。
凸显民初画学过渡的一个语言表征是“美术”“写实”“写实主义”等外来词语逐渐流行，并大大

超过以往论绘画词语的使用频率，如“图画”“图真”“形神”“气韵生动”等。 这种外来词汇、语法，从
认识到表述都有一套规范，基本都是西来的，形成一套“现代”的新学术；既存的传统画学仍存在，即
旧学，而西来的新画学占据上风，渐次占据画学主流地位，而且在多数人眼中被认为是唯一且“正确”
的论学方向。 而作为旧学的传统绘画艺术属于四部经籍统系之礼乐艺术，为四民之首的“士人”担负

起“化民成俗”责任之管道，这与民初日益彰显的“为学术而学术”取向存在紧张，也加剧了学术与文

化的疏离。 但是，作为新学术典范的“美术学”有一个被逐渐引入和发展的过程，在今天看来理所当

然的学术分科在那时也仅初具雏形，“美术学”的表述和认知的规范也在确立的过程中。 对于民初画

学的过渡现象，学术界的研究多从文化视域进行观照，如守旧派也很激进、新旧思想浑融等等②。 本

文则从认识论视角，尽可能据时人的看法和识见，探讨占上风的新学术典范的现代美术学的对手

方———作为旧学的民初画学的认识取向，当时认同旧学也有很多跟随者，如梁漱溟、屠孝实、宗白华

等，他们以执拗的低音，抵抗着逐渐占上风的现代学术，直至逐渐湮没无闻，这也应该得到梳理，以更

清晰地窥见民初画学的过渡特色。



一、“艺术为直觉之事”：梁漱溟强调“活形势”的直观

民初时期，新旧学问取向的不同，依林同济的说法，有两种学术经典为代表。 一种是代表现代学

术史上“新时代”的新学术典范，是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其特点是：运用机械论的实验派方法，
将事物分成零碎的部分，找出其个别的、零星的问题，然后广泛搜求与问题相关的“事实”“材料”，再
就这些杂乱的事实与材料进行分类，“分析之，考据之，诊断之”，从而找到事物内在的逻辑关联①。
简言之，就是将研究对象分成零碎的部分进行研究，以科学、分析的方法去分类、考证，从而寻绎其中

的内在联系。 与此相反的另一种旧的学问典范是梁漱溟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 （《乡村建设理

论》），认为事物是一个个相关联、复杂动态的各部分之间的整体，找到问题不是偶然、简单的，而是要

从各部分之间的关系入手；倘若从局部出发，就会为一二个局部的、具体的东西牵住视线，也就无法

把握其要点②。 依罗志田先生的说法，梁漱溟是以整体的认知取向，对问题各个方面充分考虑，并且

又始终不忘各个方面的问题实际上还是整体的“一个”问题，往往是理解了一具体问题，就解决了全

部问题，一处问题不理解，就全然不懂抓瞎③。 林同济对此的阐释不完全准确，但他看到了时代更替

时梁漱溟与新学术取向的不同，是从整体、相互关系处认知对象。
民初画学在确立中的新学术典范是西方的、科学方法。 １９１６ 年，蔡元培在北大画法研究会演说

辞中说：“故甚望学中国画者，亦须采西洋画布景实写之佳，描写石膏像及田野风景……今吾辈学画，
当用研究科学之方法贯注之，除去名士派毫不经心之习，革除工匠派拘守成见之讥，用科学方法以入

美术。”④又云：“美术则自音乐外，如图画书法饰文等，亦较为发达，然不得科学之助，故不能有精密

之技术，与夫有系统之理论。”⑤１９１７ 年，康有为抨击传统中国画的衰败，认为中国文人画的“意气所

到”“逸笔草草”取代了匠人画的“专精”：“若专精体物，非匠人毕生专诣为之，必不能精。 中国既摒

弃画匠，此近世画所以衰败矣。”⑥１９２２ 年，梁启超也认为中国画必须以“科学的根本精神，养成观察

力”，描摹客观事物的特性，又说：“有系统之真智识，叫做科学；可以教人求得有系统之真智识的方

法，叫做科学精神。”⑦尽管蔡元培、康有为、梁启超在论述中国画的方法时都是从自身已有的不同理

解出发，蔡元培注重的是引入西画布景写实的科学方法，康有为是以传统工匠画为类比的专精方法，
梁启超强调科学观察、系统智识方法的科学精神，但他们都在强调科学的、写实的方法。

民初画坛一直还存在延续传统旧学的认知取向和研究方法：不是分析，而是靠感觉、经验的认

知，运用类比方法、整全的观照，不需要去说服和证明。 如南朝谢赫讲绘画的“六法”，就是以整体直

观的方法评价作品，首列“气韵生动”，即强调作品有气度韵致、富有生命力；宋代郭若虚说的“六法

精论，万古不移”，到清代石涛的“一画论”等，都是对于中国画整体直观的认知取向。 这在接受西学

以强弱定文野的民初，多数人很难做到理直气壮，然而，梁漱溟挑战确立中的新学术典范时说“吾自

有见而为此说，今人或未必见谅，然吾亦岂求谅于今人者”⑧，就是认为“自有见”，或者成为“未必或

见谅”的那群人，其自信的背后凸显的是不同于时人对学问和表述的认知以及预设的接受者，可见，
梁漱溟与确立中的新学术典范论述方式之间的紧张。

梁漱溟从东西方文化及其哲学的视角，认为西方理智“把自然分划开，加以剖析，把他分得很碎

很碎，而计算操纵之”，“乃至艺术为直觉之事，而亦成了科学化”⑨。 可见，梁漱溟认为，西方的理智

是科学的、分析的，艺术本来是靠直觉，不能分得很碎，如果以西方的认知取向，就会成为科学化。 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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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疑是对于陈独秀、蔡元培等确立中的主流学术以“科学精神”入美术的回应。
梁漱溟认为，艺术、情感的认知就是直觉，其特点：是一种“本能的得到” “初度一次就得到”，并

且是完整的“圆满具足，无少无缺”的得到①。 由于本能是生物的活动，是故直觉都是从本能处谈起，
而本能对于对象的认识即是直觉。 艺术家不是通过科学，而是依靠辨别力，本能地通过情理的认定，
去直接地认识、辨别美恶。 因此，艺术辨别力就是一种直觉。 其中的原因在于，东方是直觉的文化，
西方是理智的文化②。

当然，最早认为“非科学”的直觉方法与“科学”的理智方法之间的对立的是李大钊。 梁漱溟认

同李大钊，并进一步解释为：论理、科学的理智方法追求的是知识；非论理、玄学的方法得到的是主观

的意见、玄谈，而不是知识。 其同时代的杨明斋认为，梁漱溟论说的“直觉很多，差不多直觉为全书的

中心角色”③。 贺麟也认为，在民国初期的一二十年来，梁漱溟是“第一个倡导直觉说最有力量的

人”④。 这些论说应该抓住了梁漱溟的直觉认识特点。
梁漱溟以中西制作的方法来论说中西方知识取向的不同：中国的制作技艺是靠工匠的心口传

授，也就是手艺；而西方制作则是靠科学的方法，将许多零碎的知识归纳为学问，不在手艺⑤。 换句话

说，西方的科学方法是将零碎的经验、知识进行归纳，形成解决问题的“科学”知识；中国的“手艺”靠
工匠智慧，心心传授，这种心传的智慧被梁漱溟称之为“直觉”，一种难以言说的本能感知。 如在欣赏

一幅书法或绘画作品时，不能靠感觉只看到作品中的不同的笔画和颜色的组合，而是凭直觉获取艺

术作品的一种整体的气韵和美感的意味，要超越一横一画之墨色，一看就能感悟到一种意味、趋势或

者倾向，却难以向人说清。 而且这种感觉意味，既不是呆板、静态的感觉，也不是一种固定的概念，而
是一种“活形势”⑥。 这种“活形势”是不同于静固的呆静，也不同于时辰表的呆面目的动，而是一种

总体关系的“动”，像一幅山水画里的一山一石，在画中的位置是有呼应关系的⑦。 这种“活形势”是
直觉认知获得的，是一种活泼泼的动势，既不是固定的概念，也不是可以预测的固定方位的“动”，而
是一刹那间感受到的、处于复杂关系中的“动”，一种活的生命力的展示。

由此可见：一、梁漱溟将理智与直觉对立，不认同以西方理智、科学的方法来研究艺术。 二、艺术

也不是一种呆静、机械的对象，而是一种总体关系的“动”，一种精神趋向的“活形势”的直觉，一种难

以言说却又能在闭目沉想时跃然眼前的意味。 书法艺术的“活形势”存在于画面、墨线之间的关系

中。 三、中国传统手工艺不是西方以科学方法对零碎知识进行的归纳，而是一种心心相传的智慧。
四、直觉与科学的方法格格不入甚至相抵牾，科学的方法或追问其所以然，或以理智进行推理；而直

觉的方法是“由直觉去认定”，并“非理智的判断”，如若推理或追问就讲不通。 因此，在科学思路占

唯一绝对势力的世界，直觉“就要被排斥，不容存留”⑧。 在当时多数人认为“学术正确”的科学方法

占绝对优势的权势话语时，国人想要不被排斥就必须考虑是否抛弃“非科学”的直觉方法。 在具体技

术层面，梁漱溟推崇的“活形势”的一个根本缺点即“甚难以语人”，在民初画学乃至整个学术向“科
学”靠拢，对任何问题需求分析，求得精确论证，以“大概似乎是”或者“吾自有见”之类的说辞而不注

重“说服－证明”的论说方式，恐怕难以服人。 但是，梁漱溟论直觉主要侧重于“直觉的作用”，但是没

有论述直觉作用的方法或途径，贺麟说，梁漱溟只描述直觉生活的快乐，而缺少直觉认识“生活”和
“我”的方法⑨，没有对直觉的方法如何进入知识层面和如何表述方法进行申述。 这种意味是超越于

书画作品的一横一画之墨色。 但这无疑是另一种对于艺术的认知取向，不同于民初画学主流的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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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分析方法。

二、“艺术家以直觉为最良方法”：屠孝实“全来全受”的直观

不同于梁漱溟在论述直觉时从中西文化对比切入，也不同于梁漱溟的“自有见”的论述方法，屠
孝实以西方学术的“说服－证明”新学术典范的论说方式，从整体与个别的视角，论述一种不同于分

析的认识取向，以直观来总括直觉的知识和直觉的“作用”两个层面，认为有些事物并不适合以分析

的方法来认识，如理想、艺术等。
屠孝实所说的“理想”，是指价值判断的标准，统一人生各部分的理想是最高理想，也是宗教的对

象，是具体的抽象的观念，而科学叙述则是抽象的知识。 因此，艺术家同宗教、哲学家一样，多重视直

觉，是求得真理的最好方法者，屠孝实认为艺术家最佳方法是“直观”。 他认为，从宗教家和艺术家的

实例看，直觉的首要特征在于其活泼的具体性，而不是抽象的知识，这也是区别于理论知识的不同之

处。 学问家研究事物，喜欢以分析的方法，细查其部分和局部，所以用零剐碎割的分析方法，将事物

整体分为若干部分，然后观差别、用定义、考法则，从而说明事物构成之内在规律，但缺乏整体的观

照。 直觉则相反，它是对事物的全知全受，是“事物以全来，我即全受之。 更不假理性之推敲判断，而
直接予以容认”①，是完全对事物整体感知和受容，而不是先以假设的判断、推敲来理性分析事物，这
种认识方法与普通理论知识旨趣完全迥异。

由此可见，屠孝实认为，艺术家的“直觉”方法，以“全来全受”的态度，直接所得之印象，不以理

智去判断，而用直觉。 艺术家的直觉的“活泼之具体性”，多少回应了梁漱溟的直觉的“活形势”。 按

照屠孝实的观点，直觉方法有简单和复杂之分：直接所得之印象，属于简单的直觉，是以一事一物的

全体直接感知；复杂的直觉方法，是根据简单直觉发展而来，将复杂多端的具体事物之原状，视为全

体而统一直观，既有具体性又有统一性。 科学分析的方法，则是重“抽象之概念知识”，将整体打碎，
细分为部分，并考察部分之间的差别，以概念推理，而不善于考察全部，从而事物本来的具体性经过

分析抽象后，消失殆尽。 理论知识和直觉的知识差异在于，它们虽然源流相同，但发展方向迥异②。
屠孝实认为，直觉的作用在于“他的具体性和综合作用”，而且这综合作用并不是脱离活泼、具体

性的抽象的综合，而是有“感情的”；这与科学的功能是理智、抽象、分析不同③。 屠孝实认为，直觉

“不假推论，而直达事物之秘奥云者，非仅面对局部一事、一物做观，乃就具体事物复杂多端之原状，
直接视为全体而统一”④，摒弃推论和假设的分析方法，将具体事物视为复杂多端的局部相互关系的

统一的全体，直接感知事物的堂奥，获取直觉知识的正途在于将多数事物视为浑然一体的活动。 譬

如画家创作的绘画，其长处不是画中不同位置的元素，如草、木、泉、石之美，而是能将若干的草、木、
泉、石组合为调和的全体⑤。 由此，屠孝实强调的直觉是在不忽视具体性基础上侧重综合作用，强调

众多具体基础上调和成的全体。 画家重视直觉作用，不是关注画中之一草一木一泉一石的单体之

美，而是将这些复杂多样的元素视为浑然一体的动态统一体。 屠孝实以《钟馗嫁妹》这幅画来论述直

觉作用，画里的钟馗、钟馗妹子、小鬼、嫁妆等与各色人物一起构成了钟馗这幅画的全体，具体内容是

表现这幅画的手段：
钟馗嫁妹图中钟馗的妹子，固然是很美丽的，但钟馗和其余的小鬼却是丑陋不堪。 不过两两对

照起来，钟馗和许多小鬼的丑，倒反把钟馗妹子烘托得格外艳丽。 并且全幅图画竟也借着这个对照，
另成一种超越部分的美丑以上的大美。 在平常，丑是可厌的东西，这时却变成了表现全体的美所必

要的东西，也有了价值了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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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幅画里，不止于单一个体之美，还有其中复杂多样的个体之间的相互关系形成一个钟馗嫁妹

的“全体”， 按着钟馗嫁妹这个画题，钟馗、钟馗妹子、多个小鬼虽有不同的神气，有美、有丑，形状不

一，但是彼此互相照顾，配搭的调和，“全幅画另成一种超越在部分的美丑以上的大美”，这幅画中丑

陋的钟馗和许多小鬼的，相互配搭，成为钟馗妹子美的反衬，从而表现出一种整体美的必不可少的成

分，这些丑的元素也就成为整幅画美的必要组成部分。 但是，将整幅画拆分成多个局部或者部分，那
就是钟馗、妹子、小鬼、嫁妆、旗伞、花轿等一个个的个体，也就失掉了整幅绘画的全体意义①。 这与格

式塔心理学的“整体大于部分之和”意义相类似。 也就是说，如果以分析的方法，即使是必不可少的

组成部分，也不能从部分获得全部的意思。
屠孝实以《钟馗嫁女》这幅画来论述画中侧重具体的综合思想，画中的各个部分既有代表其自身

所属的观念，又不完全是，它是画题之各部分观念合成的唯一全体思想的观念，是超越那些局部观念

之上的支配力量②。 这就好比理想与各种观念之间的关系，理想是从许多观念中合成的整体，离不了

许多观念，又超越许多观念，是故理想是那些观念，又不是那些观念，是那种充满难以言说的具体的

综合。
因此，全体不能从难以代表全体的许多个体的观念中去分析获取，只能从整体的一个全体去认

识。 如一幅绘画的整体意蕴不是通过许多具体的局部分析认知去取得，因为整体是综合这些局部，
又超越这些局部，因为这些局部不代表一个完整的全部，整体的全部不是可以零碎分割的，这些局部

只是整幅绘画的一个面相。 因此，屠孝实说，《钟馗嫁女》的情味是在画面各种人物内在相互关系中

凸显的，只能从画的整体上直观获得；如果用理智分析，那就抽调了全画的活泼泼的神韵，画中各人

物也变成机械、僵化的局部，绘画的神韵及其整体的意味是不能以分析的方法将各部分的分析来代

替绘画的整体直观③。
理智的分析，会失掉绘画内在的神味，分析不出来绘画的整体意味。 这种放弃分析的非理智的

认识方法，哲学上是为直观或直觉。 直观的功能是将事物各个局部进行仔细观察后，又还其原状，综
合成一个完整的事物，其探讨关系在内而不是外，关系存在于事物各个局部之本身④。 绘画的情味是

整体的，由局部之间相互联结而成，只能从全体着眼去认识，以“同情”的方法，进入画中进行体悟。
因此，不同于理解的功能以分析为主，直觉的功能则是偏综合，这是二者的不同之处，直觉的主要特

征，就是保留事物的活泼泼的具体特性，这也是直觉知识不同于理论知识的主要特点。
综合屠孝实关于艺术的观点，直觉是侧重于不脱离具体性基础上的综合，是活泼泼的生命力的

具体性；而分析则是综合基础上的具体的“消失”，从而形成绘画中原本充满活力的具体性的机械化

和僵化。 这与梁漱溟强调“活形势”的直觉颇有一种心灵上的默契，也是直觉的一个重要特征，“有
活泼之具体性”，但不同于梁簌溟的论学方式的“自有见”，而是以时人普遍接受“新”学的“说服－证
明”论说方式和逻辑表述，侧重具体基础上的综合的直观，颇有以“新”学之方法装“旧”学之实的意

味，用时髦的话说，就是创造性转化。

三、“艺术是表现生命节奏的内核”：宗白华强调生命力“动象”的直观

与梁漱溟、屠孝实侧重于思想文化的哲学或宗教学的着眼点不同，宗白华主要从美学和艺术的

视角来切近直观的认知取向，这不仅契合民初画学的另一种认知取向，也表明当时对于画学直观认

知取向的丰富性和复杂性。 李泽厚在给《美学散步》所作的“序”中曾说，宗白华对于艺术认识方法

的特点，不是详细的逻辑分析和论证，而是一种情感性的直观把握，一种富有哲理情思的直观感知，
诉诸人们内心的情感领悟⑤。 李泽厚比较中肯地论述了宗白华的直观认识取向的特点，情感感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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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观，或者这里情思的直观，与严格的逻辑分析或系统论证的“科学”认知取向迥异。 宗先生认为艺

术是气韵生动的生命本体，是以“动象”来象征、启示生命之“真实”，在认知取向上，科学的分析方法

是不能把握整全的艺术，而只能获取局部的、片面的理解的；而生命力的直观认识方法可以整体感悟

艺术生命力的“动象”①。 因此，艺术的认知取向不是以科学的分析方法去言说，而是以象征力来呈

现“真”，这是不能以文字和科学公式来推理、演绎的，宗白华的对于画学的认知取向明显与确立中的

新学术典范的科学的、分析方法不同。
宗先生强调宇宙自然是在无时无处的“动”中的，艺术是对宇宙自然生命的表示、精神的作用，表

现“动象”，艺术的认知方式必须切近“活泼泼的生命”，是“不可捉摸”，难以言说的，也回应了梁漱溟

的“活形势”、屠孝实的“活泼之具体性”的认知取向。 宗白华认为，自然是变动的，自然的物象也就

是动象，这种“动象”是瞬息万变，难以捉摸的；能捉摸的，不是“动象”，而是照片，也就不是事物的真

象；图画、雕塑等艺术是表现生命、自然之真、动象的精神，这也是艺术的最后旨归②。 这种对于艺术

的认识方法明显来源于中国传统的“旧”学，如《林泉高致》论述山水画时，提到朝暮阴晴、春夏秋冬

的“四时之景不同”“山形步步看” “山形面面观”，就是将山水画视为生命的“动象”。 艺术是自然

“动象”的生命表现，艺术家表现自然之“真”，就必须表现其生命和精神，这是一个永远变动的，也就

不是分析方法所能把握；而是要以“澄怀味道”（王微《画山水序》）的直观认知取向，去体会事物生命

节奏的内核和“动”，也就是活泼泼的生命动象，由此体味人生的意趣，这是宗先生对于“美”和“美
术”的认知取向。 美和美术的特征在以“节奏”和“形式”，表现生命内在的内核、动象和情调③。

科学、逻辑的分析方法主要是以体系和条理来表达科学与哲学的思辨；而道德宗教是人格心灵

和人格实践的态度；艺术最大的区别在于以活泼泼的生命“形象”，直抵生命的节奏的“核心”，也就

不能用科学、逻辑的分析方法。 宗白华以中国画中的“空白”“虚空”来说明生命力的“动象”的直观，
“动象”就是一种生命节奏的“核心”，是一种难以言说的空灵和生命跃动，是类似孔子论诗的“兴”，
空白处并不是真无，而是有生命流动之灵气，是“空而后简”“简而练”的一种“理趣”，又了无形迹④。
这是对中国画的“虚实相生”“空白”形式的生命精神的直观把握方式。 中西方艺术表现生命精神的

认知方式相同，但是由于文化根砥不同，也同中有异：西方绘画的生命精神是一种向世界作永远的探

索的努力；中国画则是一种与自然浑然融合，体合为一的“生命的动”⑤。 这种“生命的动”也就不可

能用分析、科学的逻辑方法来把握。
宗白华对于艺术“生命力的节奏”的理解，奠基于中国传统《周易》的哲学，《周易》经历了民间卜

筮之易书、周代的礼乐文化之周易、汉代易经之经典化的历程，实际上一直在不断凝聚、叠加的过程

中，其基本的哲学观是“生生谓之易”。 宗先生把阴阳相生视为有节奏的生命，以虚静观照作为认知

方法，强调突然的领悟和震动，就与科学的逻辑分析方法完全不同。 虚静是心无挂碍、超越世俗的

“一刹那”，类似于禅宗的“顿悟”，带有玄学的色彩，这种综合的直观，明显不同于民初正在确立中的

科学的、分析方法，也有一种“难以言说”的名状，与民初“说服－证明”的论说方式迥异，但是又不同

于梁漱溟那种“吾自有见”的那种复杂心态，这毕竟多少折射了当时新儒家对于哲学、艺术的认知取

向，而是以佛学“明心见性”的思维方式来论说，也说明了民初画学“直观”认知取向的不同面向。
宗白华持“生命力节奏”的直观，但并不否认艺术有“最后最深的结构”，而是综合成为“人生的

意义”“人心的定律”，即美和真。 但是，这种结构不是以西方的逻辑、分析方法来创造出来的，而是

以心灵深处的情调和律动，幻化成形式的和谐，也是线条、色彩、节奏的美妙组合。 宗白华以王羲之

《兰亭序》的赏析为例来说明直观的特点：《兰亭序》整篇共十八个“之”字，每个“之”字形态不同、结
体各异，再加上布白巧妙，情感表现汪洋恣睢，成为中国书法艺术的经典之作，在整幅作品里能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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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一个生命体的骨、筋、肉、血的感觉来，即使其本人也不可能再写出第二幅同样的作品。 由此，宗白

华更多关注艺术，如中国画、书法、舞蹈、戏剧等的直观认知取向，视艺术本身是一个宇宙，一个有活

力的生命体，其以线条、节奏、色彩绘就出气韵生动的生命律动和精神情感世界，只能以生命力的直

观认知取向去把握这宇宙创化过程。

四、 民初画学整体直观的认识取向的时代思潮

民初画学的直观认识取向受当时哲学上柏格森的认识论影响。 柏格森的生命哲学认为，生命不

能被分割为有因果关联的各个局部，而是一种生命绵延的整体，生命不是物质碎片的拼接，而是一种

内在力量的冲动的泉流，本能的冲动是直觉。 柏格森反对科学分析的机械论，其哲学思想在五四时

期为冯友兰、张东荪等人引介到中国。 梁漱溟认为柏格森代表一种超越古人的创新思想，其哲学可

比肩孔子。 ２０ 世纪存在主义哲学家萨特高度评价了柏格森，认为在方法论上，柏格森主义代表了一

个伟大思想潮流，即一种寻找活的、有生命力的东西的倾向①。 按照冯友兰的理解，哲学的对象是整

体的、不可分的，也是不同因素相互作用而成的全的真实，智识的方法是“分析”，是将活东西变成死

的概念，因此哲学的方法不是智识的分析，而是本能的“直觉”，只有通过整体的直观，而非分析的鉴

赏，才能理解艺术的精神，并体会其感情②。 可以看出，柏格森在方法论上突破静止的机械方法，追求

一种活泼、生命力的表现，这对象处于变动之中，就不能以分析的方法，而是以直觉的感悟。 无疑，梁
漱溟、屠孝实、宗白华等关于艺术直观的论述受柏格森的影响。

梁漱溟了解柏格森对科学方法的排斥，以及对“全整的感验”的直觉方法的推崇，承认柏格森的

理论与佛学的唯识家有很多相合之处，也对中国思想有贡献（唯识家强调诸法无实体，法相的成就有

赖于心识有情）。 当然，梁漱溟对于柏格森超越理智而用直觉的方法也只是部分的认同，因为柏格森

的“超理智”的直觉方法论根源于西方哲学，而梁漱溟则是不脱离理智的传统中国形而上的理解。 但

是，柏格森强调形而上学要反科学思路，要求一种活动的观念，又与梁漱溟相通，所以柏格森所强调

的“流动”“绵延”等概念与中国人那种“出于直觉体会之意味的观念”③，强调流动不定，有异曲同工

之处，故而梁漱溟转向了柏格森。 金岳霖就指出，梁漱溟的直觉主义的本质是“反理性”，他的“理
论”是不讲理的，“他的哲学是大杂烩”，“思想特别纷乱”，他的直觉主义是能够得到理性认识所得不

到的东西，而且所得到的要比理性认识得到的“高明”得多④。 明显带有那个时代的特点，但也可以

看出，梁漱溟的直观的认识取向和论述方式。
屠孝实虽与梁漱溟的论述方式不同，但在反对分析的方法这一点上，与柏格森有较高的契合度。

屠孝实“全来全受”特色与梁漱溟相似，梁漱溟就很自信地说，他的“活形势”很简要地表达出中国文

化在世界文化中的定位、角色和未来趋势⑤。 既要综合，又要简明表达，还应是活泼泼的。 宗白华理

解西方生命哲学“生命的运动”融入了他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前理解”，其对中国艺术的理解无疑

属于民国时期的“旧学”，但借用西方“新学”的认知，他认为，艺术品是一种意境、象征、表现，艺术的

有机体是生命的表现，有统一的形式，需要以直觉的认知方式去体味。 梁漱溟、屠孝实、宗白华等倡

导的直觉的认知方式，是以民初画学日益占上风的科学分析方法为前提的，汤用彤、任继愈、金岳霖

都指出，梁漱溟及其直觉主义的特点就是“反理性”“反对分析”“反科学”⑥。 汤用彤、任继愈、金岳霖

带有批判的表述颇有那个时代的特色，但是对于梁漱溟等持直觉的认识，也大概能看到直觉主义者

反对分析的认识取向，也回应了 １９ 世纪末以来对科学和机械论反思的时代思潮。
分析是一个有效的方法，但走到极致，可能导致对研究对象，特别是艺术的整体性认知的偏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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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民初画学的直觉认识取向也可以视为对当时占上风的过于偏重理性、分析方法认知取向的一

种反应或对抗。 中西方皆有此类思想资源，中国先秦《庄子·应帝王》关于应帝王开七窍而亡的寓

言，表明整体的、“浑沌”状态是事物的本来状态，若以分析的方法，分隔而“日凿一窍”，则七窍成而

“浑沌死”。 黑格尔也说：“用分析方法来研究对象，就好像剥葱一样，将葱皮一层又一层地剥掉，但
原葱已不在了。”①都是强调整体直观的认知取向。

民初画学流行的“科学方法”“科学精神”明显是西来的，而柏格森的直觉与生命哲学思潮也是

西方的，当时不少人言及直觉时都将之与柏格森、叔本华、狄尔泰等联系，如王国维在论叔本华之哲

学与教育学说时，论述概念、理性和科学相对应的“直观”也就是直觉，“概念之愈普遍者，其离直观

愈远，其生谬妄愈易”、“真正之新知识，必不可不由直观之知识，即经验之知识中得之”、“去直观愈

近者，其理愈真”、美术之知识全为直观之知识②。 但是，直觉却在中国传统认识中有了资源，贺麟认

为，“真正的哲学的直觉方法”是“后理智的，认识全体的方法，而不是反理智反理性的方法”，而宋儒

的朱子、陆象山都是直觉这样的方法③。 宗白华认为直觉是“东方伟大的才能”。 由此，作为科学、分
析的对应方的直觉也就成了“旧学”。 从这个角度看，梁漱溟、屠孝实、宗白华等提倡的直觉认知取

向，与民初画学日益流行的分析方法截然对立，也反映了当时学术的大转向。 但是，他们援引的思想

资源不是从中国传统的道家思想，也不是从中国传统画学借用的资源，就有当时时代的深意在。 譬

如，整全的、感受的方法是中国传统画学的认知方法，宋代郭若虚将绘画概括为“心印”，提出观画的

“高远、平远、深远”，山形步步移，山形面面观，四时、朝暮、视点不同，景象不同，就是将艺术视为与阴

阳五行相对的活泼泼的生命“动象”，归于这种传统的认知态度和方法的论述需要另文撰述。
综上，在民初新旧转换的过渡时代，作为经籍统系的传统艺术理论被视为“旧”的学术，与确立中

的“新”学术典范在认识取向上不同。 前者是经验归纳的认知，运用类比方法、整全的观照，不需要证

明，也不要说服，而靠感觉的“全知全受”；后者则是在逻辑推理基础上，将整体分为各个部分进行

“打碎”来分析，大体成为追求“正确”的认知模式。 从认识论的视角看，认识艺术的取向不同，其研

究方法也完全不同，也会导致对于艺术的产生过程有不同的理解。 如果不从后知的结果来倒推，民
初画学的新旧学术取向中，直觉认知取向也是有一批人的呼应，民初画学中强调科学、分析的认知取

向在“科学”话语的加持下成为主流，直觉认知取向因与“旧学”相关，也就在学术上“不正确”，失去

竞争的能力，成了一种执拗的低音，逐渐失语而直至湮没无语，其中的过程值得进一步探索。 二十世

纪九十年代以后，强调“整全打通门类”而不是分析的方法，又被移植到艺术学界，形成了中国艺术学

科的思想资源，东南大学率先将“一般艺术学”纳入教育体系，成立艺术学系，在学界产生较大影响；
同时，对于中国传统艺术理论的认识仍然执着于以西方的科学分析方法为参照的“笼统的感觉判断”
“形象化描述”，缺少系统性的理论分析和严密的逻辑认证，缺少西方深入的科学、理性分析④，说明

民初画学占主流话语的分析取向至今仍存，如何评价民初画学的学术转向中的不同认知取向，在某

种程度上也是中国特色艺术学学科体系建构中能否接续传统与现代思想资源的重要问题，值得学术

界进一步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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